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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运输效率与垂直专业化分工

李　超　李　涵　唐丽淼＊

　高铁开通可以通过 “客货分流”，改善常规铁路的货物
运输效率，因此有可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影响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
工程度。将２００３年秦沈客运专线开通视为一项自然实验，我们发现
高铁开通使常规铁路附近的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了３％—
４％。为了识别其中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三重差分模型发现高铁的
开通主要导致了依赖铁路运输的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上升。异质性
分析中，我们还发现，高铁开通对运输成本较高的企业和非国企的
影响更大。

　高速铁路，垂直专业化，秦沈客运专线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１．０１．０３

一、引　　言

早在１８世纪，亚当·斯密就已经认识到了分工的重要性。其著名的劳动
分工理论认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熟练度、技巧和创造力，使劳动者的

相对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从而起到提升企业劳动生产效率和增加国民财富的

作用。Ｙｏｕｎｇ （１９２８）和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５１）将分工理论由企业内部分工延伸到

企业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层面。他们指出，当最终

产品的生产包含两个及以上生产阶段时，企业需要决定，是承担多个生产阶
段而进行垂直一体化生产，还是倾向于垂直专业化分工而专注于特定生产阶

段。垂直专业化的企业通过与上游供应商进行市场交易来替代内部生产，以

获取企业生产所需的某些中间投入品。

探讨垂直专业化分工影响因素时，众多学者从国际贸易理论出发，发现

贸易成本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１９９８；Ｈａ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Ｙｉ，２００３；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　ａｎｄ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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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支伟等，２０１２）。但是，目前还鲜有文献研究国内交易成本变化，特别是交

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企业垂直专业化的影响 （唐东波，２０１３）。从理论上说，

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并不确定。一方面，Ｃｏａｓｅ
（１９３７）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当企业中间投入品的外部交易成本相对于其内

部生产成本较低时，企业倾向于选择垂直专业化分工，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

交通运输等成本是企业外购中间品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 （杨小凯和张永生，２００３）指出，包括交通设施

在内的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为分工经

济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进而推动分工演进与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交

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也有助于降低企业内部的协调、监督、信息交换等管理成

本，有可能缓解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 （ａｇｅｎｃ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而企业也因此

可以通过提高垂直一体化水平，获取更高的市场利润 （Ｐｅｒｒｙ，１９８９；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因此，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能否促进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
这个问题，仍需实证研究来提供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高铁网络迅速扩张的大背景，实证考察了高铁线路的开通

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进入２１世纪，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速铁路

建设。根据国家铁路局公布的信息，截止到２０１７年年末，中国高速铁路营业

里程已经达到了２．５万公里以上，超过其他国家的高速铁路里程总和，居世

界第一。高速铁路作为一种新兴的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

影响也可能存在着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高速铁路的开通会对常规客货共

营的铁路产生一种 “分流”作用，减轻常规线路的客流运输压力，从而为常

规铁路腾出更多的货运空间和潜力，提升常规铁路的物流运输效率，进而为

企业实行垂直专业化分工创造条件。而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讨论的，高铁的

开通由于极大地促进了要素的流动，也降低了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如果内

部成本的下降高于外部交易成本的下降，高铁也可能导致企业提高自身的垂

直一体化水平。因此，本文将以高铁的开通作为一项自然实验，来探究高速

铁路将如何影响企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

具体地，本文选取２００３年秦沈客运专线的开通这一事件，分析了高铁线

路开通对辽宁省制造业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秦沈客运专线是中国第

一条高速铁路，连接了河北秦皇岛市与辽宁省沈阳市，全长４０４公里，其中

９５％以上线路处于辽宁省境内。秦沈客运专线的运营通过分流作用改善了与

之 “平行”的普通铁路———沈山铁路的货运效率 （陈春阳等，２００５；张景芬，

２００７）。根据修春亮等 （２００８）的数据计算，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０５年沈山铁

路的客运周转量下降了８％，而货运周转量增长了１８．３％，“分流”后的沈山

铁路运输效率显著提高。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辽宁省制造业企业面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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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将沈山铁路附近的企业作为实验组，省内其他地区的企业则作为对照组，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相对于控制组企业，秦沈客运专线

的开通使实验组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显著提高了３％—４％。异质性分

析中，我们还发现，高铁产生的这种垂直分工效应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

大；同时，相对于运输成本较低的行业，运输成本高的行业受到的影响更大。

为进一步识别其中的因果关系，我们根据企业中间投入品主要运输方式

的不同进行分组，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来检验高铁影响的渠道。理论上，若

高铁通过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影响企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则中间投入品主要

由铁路运输的企业受的影响应该更大。本文将１９９７年中国１２４部门的投入产

出表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行业进行匹配，并利用投入产出表中每个部门生产

所消耗的运输成本，计算了每个行业生产中铁路运输成本占总运输成本的比

值。这个比值越大，说明行业对铁路运输的依赖度越高。然后，我们根据铁

路运输依赖度进行分组，利用三重差分模型检验高铁对垂直专业化影响的异

质性，结果发现高速铁路的开通主要是提升了依赖铁路运输的这类企业的垂

直专业化分工水平，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与本文较为相关的第一类文献主要考察了交易成本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

工的影响。这部分文献源于Ｃｏａｓｅ（１９３７）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的

垂直专业化分工决策主要取决于中间品的内部生产成本和外部市场交易成本

的相对高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Ｋｌ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８）以及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ｔ（１９８６）等则在上述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相继形成了交易成本

经济学理论和产权理论，探讨了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不完全契约等因

素的影响。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１）、Ｌｅｖｙ （１９８４）、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６）、

Ｃ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ｓ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８）、Ｆａｎ （２０００）、李青原和唐建新 （２０１０）等众多研

究都对上述理论进行了验证。尽管该问题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企业层

面的经验研究仍不够充分 （Ｐｅｒｒｙ，１９８９），并且实证研究大多利用截面数据，

难以避免因企业异质性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已有研究中所关注的中间

品交易成本也仅限于狭义的交易成本，并未考虑其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物流

运输费用、时间及不确定性等广义交易成本。

另一类文献则是主要关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Ａｓｃｈａｕｅｒ
（１９８９）首次利用基础设施投资的缩减来解释美国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率

的降低，继而引发了众多学者对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讨
（Ｍｕｎｎｅｌｌ　ａｎｄ　Ｃｏｏｋ，１９９０；Ｍｕｎｎｅｌｌ，１９９２；Ｆｉｎｎ，１９９３；Ｄｅｍｕｒｇｅｒ，２００１；范

九利和白暴力，２００４；刘生龙和胡鞍钢，２０１０；张学良，２０１２；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Ｆａｂｅｒ，２０１４；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ｒｎｂｅｃｋ，２０１６；Ｂａｕｍ－Ｓｎｏｗ，２００７；

Ｂａｕｍ－Ｓｎｏｗ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Ｌｉｎ，２０１７；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ｈｎ，２０１３）。该类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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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于生产函数或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宏观数据，从宏观层面来考察交通基础

设施投资对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这类宏观层面的研究仍存在一

些不足。首先，其结论背后的因果关系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即交通基础

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不是单向的，从而产生逆向因果问

题 （Ｈｏｌｔｚ－Ｅａｋｉｎ，１９９４）。具体来讲，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推动经济发

展，而经济的增长反过来也会带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其次，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产出等宏观经济指标

的具体作用机制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宏观层面的研究虽然能够得到交通基础

设施投资对宏观经济指标的总效应，却难以识别出其中具体的作用渠道，以

及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与认识。与本文较

为相近的一篇文献是，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利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发
现日本九州新干线开通导致客运时间成本下降，促进企业在更广阔的空间范

围内寻找更多、质量更高的供应商，进而改善了公司业绩。与之不同，本文

则发现新建的高铁可以通过 “客货分流”，改善常规铁路的货运效率，为铁路

附近的企业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提供有利条件，提高了企业的垂直专业化

水平。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本文通过研究运输成本下降对企业

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补充和丰富了现有文献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决

定因素的认识。第二，本文发掘了高速铁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新的微观作

用渠道，即通过分流效应间接提高常规铁路的运输效率，促进企业的垂直专

业化分工与产业结构调整。第三，在估计方法上，本文基于秦沈客运专线的

开通这一事件，通过构建准自然实验与双重差分模型来进行分析，从而能够

识别与验证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因果影响。

文章接下来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背景与估计策略，第三部

分为数据介绍与初步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最后是文章结论。

二、研究背景与估计策略

（一）研究背景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速铁路建设。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

始，我国开始了对高速铁路系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攻关，并于２００３年成功建

成了我国自己研究、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秦沈客运专

线。２００４年１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首次提出要

建设 “四横四纵”的高铁客运专线。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批

准通过了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２００８年调整）》。规划指出，到２０２０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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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１２万公里以上，其中新建客运专线１．６万公里以上，主

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伴随着这些文件的相继出台，中国的高速铁路建
设也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就目前看来，我国高速铁路的实际建设进
度已经远远超过预期。根据国家铁路局公布的信息，截止到２０１７年年末，中
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已经达到２．５万公里以上，超过其他国家的高速铁路里

程总和，居世界第一。根据 “十三五”规划纲要，我国还将继续加大高速铁
路建设力度，２０２０年高铁运营里程将达到３万公里，覆盖８０％以上的大
城市。

截止到２０１６年年底，除了拉萨、呼和浩特、银川，其他所有省会城市都

已经接入一个巨大的高铁网络之中。“四纵四横”的战略构想已经基本完成。

新建的高铁客运专线可以大大减轻常规铁路上的客运压力，同时释放出
更多的货运潜力，提高常规铁路的运输效率 （Ｇｉｖｏｎｉ，２００６；Ｂｕｌｌｏ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高铁由于运行速度快，发车间隔短，可以带来巨大的客流运力。例

如，２０１４年京沪高铁运客量超过１亿，比原京沪线运输的客流量 （０．８８亿）

还多。１这样，新建的高铁客运专线将会起到 “分流”的作用———将平行的常
规铁路上的客流转移到新开通的客运专线上，从而大大减轻常规铁路上的客
运压力。根据统计，京沪高铁开通后，原京沪线２０１２年客流量相比于２０１０
年下降了４０％。２因此，高铁开通可以给常规铁路腾出更多的货运空间和潜力，

提升常规铁路的物流运输效率。２０１２年的世行报告就曾指出，武广高铁开通
后，在武汉至广州的常规线路上取消了１２趟客运列车，增加了６趟货运

列车。

从理论上说，高速铁路开通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并不确定。一方面，

分流效应可以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减少运输时间与不确定性，降低企业购买
中间投入品的交易成本，为企业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创造条件。交易成本理

论指出，当企业中间投入品的外部交易成本相对于其内部生产成本较低时，

企业倾向于选择垂直专业化分工 （Ｃｏａｓｅ，１９３７）。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
本包括物流运输费用、运输时间与不确定性等，当交易成本降低，部分企业
可以选择向上游供应商购买中间投入品替代一体化生产。但是另一方面，高

速铁路的发展也有助于降低企业内部的协调、监督、信息交换等管理成本，

有可能缓解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企业也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垂直一体
化水平，获取更高的市场利润 （Ｐｅｒｒｙ，１９８９；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因
此，本文将以高铁的开通作为一项自然实验，来探究高速铁路将如何影响企

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

１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２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５６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２１卷

（二）估计策略

本文选取２００３年秦沈客运专线开通作为一项自然实验，来考察高速铁路

的开通运营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秦沈客运专线是中国第一条高铁，

设计时速为２００ｋｍ／ｈ，预留２５０ｋｍ／ｈ的高速列车条件，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６日

全面开工建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２日正式开通运营。秦沈客运专线起于河北秦

皇岛市，途经辽宁省葫芦岛市、锦州市、盘锦市、鞍山市，止于沈阳市，全
长４０４公里，其中９５％以上线路处于辽宁省境内。３与以往铁路不同，秦沈客
运专线并不运输货物，是中国第一条客运专线，它的建设和运营，带动了中

国铁路综合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在我国铁路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为随后大规模的高铁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与秦沈客运专线 “平行”的一条常规铁路是沈山铁路，它同样连接了河

北省秦皇岛市 （山海关区）和辽宁省沈阳市。沈山铁路于１８９４年起开始分段

建设，１９１２年全线通车，全长４２５．３公里，其中辽宁境内长４１７公里。沈山
铁路建成后成为连接关内外的一条主要铁路运输通道。据统计，１９９５年沈山

铁路承担了进出关铁路货运量的８０％，客运量的９０％。同时，由于连接了中
国两大经济重地———京津冀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沈山铁路也是中国客流

密度和货流密度最大的线路之一。１９９６年沈山铁路秦沟段最大区段货流密度

达到６　０５８万吨，开行客车４１．５对，铁路运输能力利用率达到９８．３％。严重
饱和的铁路利用率限制了进出关客货运输的增长，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

运输瓶颈。秦沈客运专线的建设正是为了缓解沈山铁路上的运输压力。

秦沈客运专线的运营，通过分流作用改善了沈山铁路货运效率，为铁路
附近的企业增加中间品贸易、提高垂直专业分工创造了条件 （陈春阳等，

２００５；张景芬，２００７）。据统计，２００６年秦沈客运专线运送的客运量与沈山铁
路运送的客运量比值为０．５７∶１，分流作用明显。４另外，根据修春亮等
（２００８）的数据计算，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０５年沈山铁路的客运周转量下降了

８％，而货运周转量增长了１８．３％，“分流”后的沈山铁路运输效率显著提高。

本文将秦沈客运专线开通作为一项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来估

计高速铁路的开通运营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我们将沈山铁路附近
的企业作为实验组；而辽宁省内其他企业，则作为控制组。具体操作中，我

们将到沈山铁路货运站距离小于等于３０公里的企业作为实验组。５

３ 因此，本文将研究范围限于辽宁省。
４ 根据张景芬 （２００７）中数据计算。
５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在研究日本新干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同样以到高铁站距离是否超过３０公
里分组。当然，为了确保模型的稳健性，我们还以其他距离进行分组 （２０公里和４０公里），结论保持
一致。



第１期 李超等：高速铁路、运输效率与垂直专业化分工 ５７　　　

（三）计量模型

本文的计量模型为标准的双重差分模型，具体估计方程如下：

ｌｎ（ＶＳｉｔ）＝β０＋β１Ｂｕｆｆ３０ｉ×Ａｆｔｅｒｔ＋β２ｌｎ（Ｘｉｔ）＋ｕｔ＋ｕｉ＋ｕｉｔ， （１）

其中，模型的被解释变量ＶＳｉｔ 表示企业ｉ在第ｔ年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根据
文献中的做法，我们采用企业外购中间投入占产出之比这一指标来表示垂

直专业化水平 （Ａｄｅｌｍａｎ，１９５５；Ｌａｆｆｅｒ，１９６９；Ｔｕ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ｅｒ，１９７７；

Ｈｏｌｍｅｓ，１９９９；唐东波，２０１３）。Ｂｕｆｆ３０ｉ 为分组虚拟变量，当企业ｉ距离沈

山铁路上最近货运站的直线距离小于３０公里时，Ｂｕｆｆ３０ｉ 取值为１。Ａｆｔｅｒｔ 为
表示高速铁路开通运营前后的虚拟变量，２００３年及以后年份均取值为１。

Ｂｕｆｆ３０ｉ×Ａｆｔｅｒｔ 的系数β１ 即为我们关注的政策效果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若
秦沈客运专线的开通运营可以提高沈山铁路附近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

则我们预测β１ 的符号为正。

Ｘｉｔ 为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一些常见的垂直专业化影
响因素，例如，产业集聚程度、市场规模、产业周期。其中，产业集聚程度，

我们参考 Ｈｏｌｍｅｓ（１９９９）和唐东波 （２０１３）的做法，利用企业所在地级市同

一行业 （４位数，下同）的其他企业的总产值来度量；市场规模，我们用企业

所处的行业规模作为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具体用企业所属行业的总产值来

表示；产业周期，则用同一行业所有企业的年龄的加权平均来表示，权重为

各企业销售额占比。部分文献证明了垂直专业化程度与产业周期之间的倒
“Ｕ”形关系，所以在模型中我们还加入了产业周期的平方项。第二类是反映

企业生产规模与经营状况等企业控制变量。其中反映企业规模的变量包括固

定资产年均余额、总资产、销售额；而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变量包括长期投

资、本年折旧、利息支出和补贴收入。第三类是企业所在市的特征性指标：

企业所在市的人均 ＧＤＰ，城市人口所占比例，第二、三大产业经济贡献比

率等。

ｕｔ 为年度哑变量，用以控制对所有企业影响相同的年度宏观经济形势

和经济政策等因素。ｕｉ则表示企业的固定效应，用来控制所有不随时间变化
的企业异质性和所在市的异质性，包括企业的管理水平以及所在市的地理

环境等。

三、数据与统计性描述

本文所用的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首先，文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辽宁省制造

业企业数据来自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所有国有制造业企



５８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２１卷

业和年销售额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文章使用了

辽宁省内所有制造业企业样本。由于２００２年前后统计局所采用的是两种不同

的产业分类标准，我们根据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的方法，对２００２年前后企

业的４位行业代码进行了调整和统一。另外，为了计算企业到沈山铁路货运

站的距离，我们搜集了辽宁省内所有制造业企业每年的经纬度。其次，为了

控制企业所在城市特性，我们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收集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辽宁省各市人均ＧＤＰ、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以及三大产业经济贡献比率数据。

最后，我们根据 《中国交通地图册》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５ （地

理信息系统）整理了辽宁省的交通数据。其中，包括沈山铁路货运站的地理

信息以及辽宁省铁路和高速公路变化情况。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垂直专业化水平 （％） ７９．７６　 １８．０５　 ２９　４４８

销售额 （亿元） ４．４６　 ８．３５　 ２９　４４８

固定资产年均余额 （亿元） ２．０６　 ７．３８　 ２９　４４８

总资产 （亿元） ５．７５　 １５．４３　 ２９　４４８

本年折旧 （万元） １　５１６．６１　 ４　９３２．０８　 ２９　４４８

补贴收入 （万元） ２１４．９４　 １　９４５．４８　 ２９　４４８

利息支出 （万元） ６９８．８９　 ２　７９２．３４　 ２９　４４８

长期投资 （万元） １　８０１．３１　 １７　８８６．８　 ２９　４４８

城市产业集聚 （亿元） １３９．８０　 ４６０．５６　 ２９　４４８

行业市场规模 （万亿元） １．３０　 ２．３６　 ２　４６６

产业周期 （年） １３．２０　 ６．７７　 ２　４６６

城市化水平 （％） ５０．９５　 １１．２２　 ９８

人均ＧＤＰ （万元） ２．１９　 １．１２　 ９８

第二产业占比 （％） ４８．０５　 ７．３４　 ９８

第三产业占比 （％） ４０．８４　 ６．２８　 ９８

图１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实验组与控制组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均值的趋势

图。双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依赖于 “共同趋势”假设，也即是在高铁开通前，

实验组与控制组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的变化具有相似的时间趋势。从这个图

可以清晰地看出，高铁开通前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实验组与控制组企业垂直专业

化水平基本相同，说明两组企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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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高铁开通当年 （２００３）实验组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的增幅明显大于控
制组，并在后续几年中始终保持这种差异。因此，可以初步推断，实验组与
控制组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的差异，可能来自高铁开通这个事件的影响。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实验组与控制组垂直专业化水平趋势图

四、实 证 结 果

（一）基本结果

表２是对方程 （１）估计的结果，交乘项的系数即是我们估计的高铁的政
策效应。估计结果表明，高铁的开通运营显著提高了常规铁路附近企业的垂
直专业化程度。表２中第 （１）列只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此
时交乘项的估计系数为０．０４３１，统计意义上显著。这表明，高铁的开通导致
常规铁路附近的企业，相对于省内其他地区的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上升了

４．３１％。进一步，我们采取了逐渐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表２中后三列，我们依次加入了文献中常用的垂直专业化影响因素、企业生
产规模与经营状况等企业特征变量、企业所在市级宏观控制变量，交乘项的
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而数值上变化不大，这也说明我们的模型是稳健的。

另外，我们还按照其他距离分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见附件中表Ａ１６）。总
体上，估计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导致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上升了３％—４％。

这样的结果表明，秦沈客运专线开通通过释放沈山铁路的货运潜力，提高了
铁路运输的效率，减少了运输时间与不确定性，降低了企业购买中间投入品
的交易成本，为企业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创造条件。

６ 受文章篇幅限制，未能公开附录，感兴趣的学者可与本文通信作者联系提供。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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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本结果

被解释变量：ｌｎ（ＶＳ）

（１） （２） （３） （４）

Ｂｕｆｆ３０×Ａｆｔｅｒ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４２１＊＊＊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ｌｎ（专业化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ｌｎ（企业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ｌｎ（城市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９　４４８　 ２９　４４８　 ２９　４４８　 ２９　４４８

　　注：系数下括号内为ｐ值，标准误聚类在企业水平上；＊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二）内生性问题

实证估计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其线路规划本身
是一种选择性行为。针对这个问题，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０）主张分析时
只保留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样本，来克服交通基础设施线路

规划中的内生性问题 （文献中将这种方法称为 “ｉｎ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他们认为大型交通基础设施主要是为了连接省会等节点大城市，

而大城市之间的样本被交通基础设施所连接是相对偶然的、随机的。因此，

他们认为通过剔除这些大城市样本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交通基础设施线路规

划中的内生性问题。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０）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了美国

州际高速公路对美国县域经济的影响。后来的研究中，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２００８）利用
工具变量研究了相同的问题，发现估计结果与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０）

一致。随后，这种方法也被其他学者所广泛引用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Ｆａｂｅｒ，

２０１４；Ｄａｔｔａ，２０１４）。

本文参照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０）中的做法，通过删除沈阳市内
的企业样本，来解决高铁建设中可能存在的选择性问题。沈阳市是辽宁省的
省会，也是整个东北三省客流量最大的城市，因此，秦沈客运专线规划时必

将首先考虑连接沈阳市。理论上，剔除沈阳市内样本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这
种选择性问题。表３为剔除了沈阳市内企业样本后的回归结果。结果依然表

明，高速铁路开通会显著提高常规铁路附近企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交乘项
的估计系数变化不大，略微变小，说明若不考虑高铁线路的选择性问题，则

会高估高铁对企业垂直专业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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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用Ｉｎ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解决内生性问题

被解释变量：ｌｎ（ＶＳ）

（１） （２） （３） （４）

Ｂｕｆｆ３０×Ａｆｔｅｒ　 ０．０４１４＊＊＊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ｌｎ（专业化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ｌｎ（企业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ｌｎ（城市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内生性处理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４　３０１　 ２４　３０１　 ２４　３０１　 ２４　３０１

　　注：系数下括号内为ｐ值，标准误聚类在企业水平上；＊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三）验证 “共同趋势”假设

双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依赖于 “共同趋势”假设，也即是在高铁开通前，

实验组与控制组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的变化具有相似的时间趋势。为了验证

这一假设，我们利用高铁开通前的数据，构造了一个时间安慰剂测试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ｔｅｓｔ）。这一做法的原理是，如果是２００３年高铁开通导致了实验组企

业垂直专业化水平的增长显著高于控制组企业，那么在高铁开通前，两组企

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就不应该存在类似的变化。否则，我们也很难相信之后

垂直专业化水平的变化是由于高铁开通带来的。

具体来说，我们只使用高速铁路开通之前的数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的数

据），并按照相同的分组方式将企业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现假定高铁是

２００１年开通，并利用主回归方程 （１）估计其政策效果。由于２００１年并没

有开通高铁，所以，如果两组企业满足 “共同趋势”假设，那么政策效果

的估计值应该是不显著的。表４中第 （１）、 （２）列的估计结果表明，此时

政策效果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而且估计值比主回归的估计值要小很多。

也就是说，两组企业在２００１年前后垂直专业化水平的变化趋势并没有显著

不同。此外，我们也假设高速铁路在２００２年开通，重复上述过程，发现结

果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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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验证 “共同趋势”假设

被解释变量：ｌｎ（ＶＳ）

（１）２００１年开通 （２）２００２年开通

Ｂｕｆｆ３０×Ａｆｔｅｒ　 ０．００８１４　 ０．００５６３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６４１

（０．５９１） （０．７３４） （０．４２４） （０．６９１）

ｌｎ（专业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ｌｎ（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ｌｎ（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内生性处理 否 是 否 是

样本量 ８　８９４　 ６　４３５　 ８　８９４　 ６　４３５

　　注：系数下括号内为ｐ值，标准误聚类在企业水平上；＊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四）渠道识别

前面的估计结果表明，高速铁路开通会显著提高常规铁路附近企业的垂
直专业化水平。根据之前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高铁开通提
高了常规铁路的运输效率与稳定性 （Ｇｉｖｏｎｉ，２００６；Ｂｕｌｌｏ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致使企业直接购买中间投入品的成本下降，从而企业更多地选择直接购买中
间投入品，来替代自己生产。本节我们将利用企业中间投入品主要运输方式
的异质性，对这个影响渠道进行识别。

若高铁通过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影响企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则中间投入
品主要由铁路运输的企业受的影响应该更大。因此，我们将根据企业中间投
入品主要运输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组，构建三重差分模型。具体地，我们首先
将１９９７年中国１２４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行业 （２位）进
行匹配，并利用投入产出表中每个部门生产所消耗的运输成本，计算了每个
行业 （２位）生产中铁路运输成本占总运输成本的比值，这个比值越大，说明
行业对铁路运输的依赖度越高。然后根据行业对铁路运输的依赖度将企业分
为两组：组１中的企业对铁路运输依赖度高，中间投入品主要由铁路运输；

组２中的企业对铁路运输依赖度低，中间投入品主要采取其他运输方式 （详
细分组情况见附件表Ａ２）。最后，我们利用三重差分模型，检验高铁对垂直
专业化的影响在两个组中的异质性。具体估计方程如下：

ｌｎ（ＶＳｉｔ）＝β０＋β１Ｒａｉｌｉ×Ｂｕｆｆ３０ｉ×Ａｆｔｅｒｔ＋β２ｌｎ（Ｘｉｔ）＋ｕｔ＋ｕｉ＋ｕｉ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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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Ｒａｉｌｉ 表示企业中间投入品是否主要由铁路运输的虚拟变量。当企业运

输主要依靠铁路时，Ｒａｉｌｉ取值为１，否则为０。若高铁通过提高铁路运输效率
影响企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则主要由铁路运输的企业受到的影响理应更大，

β１应该显著为正。利用这个三重差分模型来识别的好处在于可以排除其他的
影响渠道。例如，高铁开通可能会导致铁路附近地价上涨，使企业一体化生

产的机会成本变高，从而购买更多的中间投入产品。但是，这种影响一般不

会在铁路运输的企业 （组１）和非铁路运输的企业 （组２）中存在异质性，也

就是说，β１应该不显著。因此，我们可以基于这个三重差分模型来识别高铁
是否是通过提高铁路运输的效率来影响企业垂直专业化的。

表５为对方程 （２）估计的回归结果。此时，β１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

Ｂｕｆｆ３０×Ａｆｔｅｒ的估计系数不再显著。结果表明，高速铁路对垂直专业化的
影响主要作用于对铁路运输依赖度较高的企业，而对铁路运输依赖度较低的

企业影响并不显著。简单估计和处理了内生性问题的结果保持一致。另外，

我们还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分析，同样发现高铁只对铁路运输依赖高的企业作

用显著 （见附件表Ａ３）。因此，渠道识别的结果证实了高铁主要通过提高常

规铁路运输效率影响企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

表５　渠道识别

被解释变量：ｌｎ（ＶＳ）

（１） （２）

Ｒａｉｌ×Ｂｕｆｆ３０×Ａｆｔｅｒ　 ０．０６４５＊＊＊ ０．０５５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２）

Ｂｕｆｆ３０×Ａｆｔｅｒ　 ０．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６００

（０．９２８） （０．７３５）

Ｒａｉｌ×Ａｆｔｅｒ －０．０００９５５ －０．００１１０

（０．９３１） （０．９２０）

ｌｎ（专业化控制变量） 是 是

ｌｎ（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ｌｎ（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内生性处理 否 是

样本量 １９　７５２　 １４　８０４

　　注：系数下括号内为ｐ值，标准误聚类在企业水平上；＊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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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异质性分析

１．运输成本
新经济地理理论指出，冰山运输成本下降对于拥有不同运输成本的行业

影响不一。如果高铁能够通过提高既有铁路的货运效率促进垂直专业化，那
么对于运输成本较高的行业，这一影响应该更加明显。因此，本文根据Ｙａｎｇ
（２０１８）的做法，使用产品重量 价值比衡量行业的运输成本，通过分样本回
归来考察高铁开通对运输成本不同的行业产生的异质性影响。由于工业企业
数据库没有提供产品重量信息，我们使用１９９７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数据计算了
各个行业的重量 价值比，并根据行业重量 价值比是否大于中位数分组，进
行分样本回归。由表６第 （１）、（２）列可见，高铁开通改善铁路运输效率后，

对于运输成本不同行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
使用三重差分模型，我们发现高铁的影响在这两组企业中存在显著的差异，

即高铁对运输成本较高行业的影响显著大于对运输成本较低行业的影响。这
与其他研究交通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文献结论一致：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拥
有较高运输成本的行业影响更大 （Ｙａｎｇ，２０１８；白重恩和冀东星；２０１８）。

２．国企和非国企
另外，我们还考察了高速铁路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产生的异质性影

响。由于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非国企可以更灵活地调整自身的结构。同时，

Ｆ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也发现政治关联更强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垂直一体化
生产，便于进一步扩大垄断势力、获取垄断利润，因此，高铁开通改善铁路
运输效率后，非国有企业更有可能提高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我们根据聂辉
华等 （２０１２）的建议，将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登记注册类型为 “国有”“国有联
营”“国有与集体联营”和 “国有独资公司”的四类企业作为国有企业，而将
其他企业视为非国有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由表７第 （１）、 （２）列可
见，高铁开通改善铁路运输效率后，对于非国企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企的影响则并不显著。进一步使用三重差分模型，我
们发现高铁的影响在这两组企业中存在显著的差异，即高铁对非国企的影响
显著大于对国企的影响。这个发现与已有文献的结论也是契合的。

表６　行业运输成本差异产生的异质性影响

被解释变量：ｌｎ（ＶＳ）

运输成本高 （Ｈｅａｖｙ＝１）

（１）

运输成本低 （Ｈｅａｖｙ＝０）

（２）

全样本

（３）

Ｂｕｆｆ３０×Ａｆｔｅｒ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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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ｌｎ（ＶＳ）

运输成本高 （Ｈｅａｖｙ＝１）

（１）

运输成本低 （Ｈｅａｖｙ＝０）

（２）

全样本

（３）

Ｂｕｆｆ３０×Ａｆｔｅｒ×Ｈｅａｖｙ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８６）

Ａｆｔｅｒ×Ｈｅａｖｙ －０．００５４０

（０．５５６）

ｌｎ（专业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ｌｎ（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ｌｎ（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内生性处理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２　８９９　 １１　３８８　 ２４　２８７

　　注：系数下括号内为ｐ值，标准误聚类在企业水平上；＊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Ｈｅａｖｙ
为表示运输成本高低的虚拟变量，当行业运输成本较高，即重量 价值比大于中位数时，取值为１，否

则为０。

表７　企业所有制形式差异产生的异质性影响

被解释变量：ｌｎ（ＶＳ）

非国企 （Ｎｏｓｏｅ＝１）

（１）

国企 （Ｎｏｓｏｅ＝０）

（２）

全样本

（３）

Ｂｕｆｆ３０×Ａｆｔｅｒ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３） （０．６５４）

Ｂｕｆｆ３０×Ａｆｔｅｒ×Ｎｏｓｏｅ　 ０．０６１９＊

（０．０９１）

Ａｆｔｅｒ×Ｎｏｓｏｅ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０３）

ｌｎ（专业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ｌｎ（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ｌｎ（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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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ｌｎ（ＶＳ）

非国企 （Ｎｏｓｏｅ＝１）

（１）

国企 （Ｎｏｓｏｅ＝０）

（２）

全样本

（３）

内生性处理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　８９８　 ２　４０３　 ２４　３０１

　　注：系数下括号内为ｐ值，标准误聚类在企业水平上；＊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Ｎｏｓｏｅ

为表示企业所有制形式的虚拟变量，当企业为非国企时，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五、结　　论

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辽宁省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高铁开通使常规铁

路附近的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了３％—４％。为了更深入地识别其中

的因果关系，我们还依据企业中间投入品主要运输方式的不同，将企业根据

其对铁路运输的依赖程度分组，通过三重差分分析，结果发现高铁开通主要

导致了更依赖于铁路运输的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异质性分析，我们

发现高铁产生的这种垂直分工效应对于非国有企业和运输成本高行业的影响

更大。本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运输成本下降对于产业垂直结构的影

响。同时，考察高速铁路建设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同样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我国的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截止到２０１７年年底已经达到２．５万公

里，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居世界第一。因此，如何更好地让高铁服务于我

国的产业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根据规划，高铁也是我国构筑城市圈

的重要连接载体。我国未来将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覆盖全国、以省会城市

为支点覆盖周边的高速铁路网，并实现相邻大中城市间１—４小时交通圈，城

市群内０．５—２小时交通圈。因此，本文也将对我国制定基于高铁的区域产业

政策，优化城市圈的生产力空间布局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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